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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①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

教授访谈录

（加）齐慕实１，张　明２

（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亚洲研究院，加拿大；２．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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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长期以来，一大批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研究保持着高

度的关注与重视，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国外毛泽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展现毛泽东在

世界范围内反响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它也构成了在异域传播毛泽东理论及其实践的重要平台。本期

“毛泽东研究”专栏刊发了国外毛泽东研究著名专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齐慕实（ＴｉｍｏｔｈｙＣｈｅｅｋ）教授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访谈录。齐教授长期致力于毛
泽东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他出版了大量关于毛泽东的著述，诸如《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文献简史》

（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ｉｔ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２）《毛泽东：一个批判性导读》
（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ｏ）（２０１０）等。本刊特约记者提前将相关问题以英文形式提交齐教授，但鉴
于齐教授扎实的中文功底，并且在他的建议下，本访谈主要是以中文交流为主，后期的整理与修改以英

文通信为主。为了真实而全面地展现受访者关于毛泽东的整体性思考，我们仅仅进行了文字与表达上

的相关技术性修改。“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批判地吸收、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有助于毛

泽东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张明（以下简称张）：尊敬的齐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湖南科技大学学报》“毛泽东研

究”专栏的专访。首先，能否请您向读者简单地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尤其是您关于毛泽东与当代中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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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研究经历？

齐慕实（以下简称齐）：好的。我本科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汉学专业，硕士就读于维吉尼亚

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６年于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委员会获博士学位。在本科期间，我的汉学学习对象
主要涵盖了文言文、白话文以及亚洲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内容。我之所以在那个时候（１９７３年）对毛泽东

以及中国革命问题感兴趣，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当时正值中国“文革”的晚期，我们在异域对

于当时“文革”中发动的一些政治运动，诸如“批林批孔”运动理解不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于中国

政治运动的实质及其走向的迷茫与困惑，是促使我研究毛泽东的一个直接原因；二是我本科的导师皮埃

尔·里克曼斯（ＰｉｅｒｒｅＲｙｃｋｍａｎｓ）对我的影响特别深，他以西蒙·莱斯（ＳｉｍｏｎＬｅｙｓ）的笔名于１９７１年在
巴黎出版的《主席的新衣：毛与文化大革命》（ＬｅｓＨａｂｉｔｓｎｅｕｆｓｄｕｐｒéｓｉｄｅｎｔＭａｏ．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１９７７年英译本名为：Ｔｈｅ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ＮｅｗＣｌｏｔｈｅｓ：Ｍ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是西方学界

第一本较为系统清晰地阐释“文革”的著作。但是，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持较为强烈

的批判态度。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他的意见是不同的，我主要是持中立态度。我当时一直关注、思考

或者说困惑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中国革命？我导师与我的父辈对这个问题的批

评意见较多，而我们年轻人因为反对美国的强权政治（诸如，反对越战运动），对毛泽东的反霸权主义等

思想持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关于中国革命评价问题上，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今天

我们仍然是在回答它们提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一个是戈德曼（ＭｅｒｌｅＧｏｌｄｍａｎ），她的主要著作有
１９６７年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文学抗议》（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Ｃｈｉｎａ）和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中国

知识分子：建议与抗议》（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ＡｄｖｉｓｅａｎｄＤｉｓｓｅｎｔ），她基本上批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于

知识分子的控制与压迫。另一个是塞尔登（ＭａｒｋＳｅｌｄｅｎ），他在１９７１年出版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
路》（ＴｈｅＹｅｎａｎＷａｙｉ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ｉｎａ）一书中，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持较高的评价态度。我个人对

于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既不是全部赞同，也不是全盘否定。我想做的就是去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两种不可调和的截然对立的观点；二是我本人在汉学的学习过程中，比较喜欢中国的

知识分子、文人，诸如孔孟、老庄，但我最爱的是司马迁。在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学习研究过程中，我逐渐

对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相似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开始感兴趣。因为“文革”中的“破四旧”、“批林批

孔”等运动使我们这些外国从事汉学研究的学生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分子与中国

共产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这也是我后来博士论文以邓拓为选题，进行中国知识分子

（尤其是中共党内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所以研究毛泽东，是因为我发现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

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脱毛泽东进行单独的孤立性研究。也就是说，因为毛泽东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紧密

关联，使得我在从事中国研究（ＣｈｉｎａＳｔｕｄｙ）时，不得不对毛泽东进行着重关注。

张：坦率地说，无论是毛泽东的朋友还是敌人，无论是对毛泽东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的人，都承认毛

泽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乃至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那么，在您看来，毛泽东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历

史的发展究竟发挥了何种影响？

齐：实事求是而言，毛泽东确实是中国近代历史乃至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重要人物，这一点是任何时

期、任何个人都不能否定的。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很少有人与毛泽东一样取得相同的历史地位以及

影响的。尽管评价毛泽东是一件很难、很复杂的事情，但这又是必须要加以推进的重要问题。回答这一

问题主要不是简单地判断毛泽东是否重要，而关键在于回答毛泽东在何种意义上是重要的。我认为毛

泽东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性”影响具有多重维度的内涵，不妨从对毛泽东一生的三个基本历史时

期的划分入手来解答这一问题。我一直主张将毛泽东生命历程划分为：第一，１９３５年以前，党的“先锋”
（ａｈ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时期。毛泽东尽管此时并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但是他本人对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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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刻理解是同时期党内其他人无法比拟的。毛泽东对于农民运动历史作用的敏锐洞察，比较早地发

现革命必须拥抱农民。第二，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５６年，党的“领导代表”（ｌｅａｄｉｎ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时

期。在此阶段，毛泽东领导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巩固党的社会、经济以及军事基础并最终取得全

国胜利。第三，１９５６年以后，逐渐“脱离党”（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ａｗ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ｒｔｙ），尤其是“大跃进”中的激进政

策和“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所造成的大动乱。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

的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是不同的。

毛泽东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集中体现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反对霸权的理论与

实践中。当然这种影响，从影响幅度与地域的不同而言，主要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广大殖民

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一种信心与借鉴；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毛泽东对于霸权

的批判，反对官僚主义以及“不断革命”的思想，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自我批判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与参考。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西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学生革命运动之中，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成
为学生以及西方“左”派的理论象征。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历山大·库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

Ｃｏｏｋ）教授编辑出版了一本介绍“红宝书”在世界范围内历史的著作，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其实际上为我

们理解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侧影［１］。

张：在关于毛泽东时代与当代中国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上，目前学界仍然存在着争议之处。有人认

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

就证明了毛泽东时代实践的破产，因此要全面否定毛泽东。对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

必须以“两个不能否定”的原则来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３０年之间的关系。并且，他在纪念毛泽

东诞辰１２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四组不能”原则。那么，我想知道您作
为一位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您是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齐：我想回答这一问题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需要注意，一是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二是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仅在我们西方人眼中，甚至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中国未来

的走向问题是十分模糊的。但是，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以及“文革”的结束，中国走向了一条通过对内

搞改革、对外开放来推进经济建设的新路。然而，随着时间的车轮走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由
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荡的外部因素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影响的相互交织，我们当时直接的感受

或者说困惑就是：中国能否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不动摇的决心。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具有很多差异性，但是我想二者之间从

根本上而言具有更强的联系性。毛泽东时代的诸多遗产都是被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与发展的，这一点

我们在下面的一个问题中将会详细阐述。这两个３０年从本质上而言不过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
不同探索，并且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密切交织，是不能任意加以分割的。

张：毛泽东一生充满神奇色彩，他改变了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历史进程。您认

为毛泽东为当代中国留下了什么遗产？我们应该如何消化并利用这些遗产？比如有人过分推崇毛泽东

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有的人则对毛泽东持全盘否定态度。那么，面对毛泽东留给后世的遗产，在您看来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与原则？

齐：确实如你所言，毛泽东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逝世而消失，他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发挥着显性或

隐性的影响。关于毛泽东留下的遗产问题，我非常同意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Ｊ．Ｐｅｒｒｙ）的一个
观点：“毛主义的长尾”（ＬｏｎｇｔａｉｌｏｆＭａｏｉｓｍ），即尽管毛泽东已经逝世，但是他的思想、制度、行为对于当

代中国仍然具有较深的影响，这种影响从中国的日常生活可以清楚地得以透视。我也有一个与裴宜理

教授相似说法，那就是“日常生活的毛主义”（ＬｉｖｉｎｇＭａｏｉｓｍ）。毛泽东在“日常生活”（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层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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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不一定是自觉的，可能就是一种习惯所造成的。我认为这种日常生活层面的遗产有制度层面

的因素（诸如单位制度、户口制度等），也可能有态度层面的内容（诸如尊重知识分子、提升素质，政治问

题的道德化等）。毛泽东在日常生活层面的遗产所呈现出的风俗习惯的内涵，与中国传统风俗习惯并

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实现了二者的相互结合、有机交融。

当然，除了日常生活层面的遗产以外，从学理或者是政治层面而言，毛泽东对于当代中国还留下了

如下基本遗产：一是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这种有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形式与群众动员有助于满足任

何广泛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实践的需要；二是党的教育，诸如“整风运动”，运用恰当的话有助于党和共产

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一旦运用不恰当则会造成“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三是统一战线，这是一种意识

形态的工具，其在历史上有助于团结最为广大的力量在党的周围；四是反对官僚主义，通过群众路线与

整风运动反对党内特权；五是重视农村问题与农民，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留给世界，尤其是广大第三

世界最为重要的经验之一；最后是武装斗争，毛泽东对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游击战的重视，是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法宝［２］１４－１５。上述几个方面，可以说既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

也是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当然，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尤其是今天中国正在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上述遗产中的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求，这需要批判地加以

对待。

张：虽然毛泽东已经逝世３０余年了，但是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下却呈现出持续增

强的趋势。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齐：当前毛泽东影响力持续增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层面的原因，毛泽东与毛泽东思

想关涉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

表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人等角色，决定了在政治层面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二是社会

层面的原因，这主要是由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的两极分化趋势下，社会弱势群体对于毛泽东

时代相对公平、正义环境的历史性怀念；三是思想方面的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将毛

泽东视为其理论与实践的资源库，毛泽东更多地成为“左”派理论与现实诉求的象征。

张：尽管毛泽东的影响在当代并没有随着其生命的远逝而减弱，但对毛泽东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却越

来越少。这一点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尤其明显，随着以施拉姆（ＳｔｕａｒｔＲ．Ｓｃｈｒａｍ）为代表的老一辈学
者的相继离世，国外毛泽东研究在队伍建设上甚至面临着断档的危险。在您看来，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

学术研究兴趣的持续衰退？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研究的兴起是冷战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因此在冷战结束

之后，尤其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研究毛泽东不再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我想知道您是如何评价这种

观点的？

齐：当然，首先需要承认的是对于学者的学术研究而言，时代及其所塑造的条件是十分重要的。我

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在历史人物或者历史实践的研究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时刻”（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

ｍｅｎｔ）是非常重要的。诸如，美国在“９１１”之后，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构成了此时刻的意识形态主流。
而可以肯定的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意识形态时刻”是“冷战”，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造成了西

方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热点时刻。因此，在“冷战”结束之后，在“意识形态时刻”发生了系列变化之后，可

以理解关于毛泽东研究兴趣的衰退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以往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意

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原来许多研究具有“神学”的意蕴在内。毛泽东在逝世之后的“祛魅化”进程，所直

接造成的结果就是毛泽东研究应该转向学术性。

张：就我个人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感觉而言，今天毛泽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正处于一种困境之中。一

方面如前所言，毛泽东研究队伍呈现不断萎缩的趋势；另一方面，目前几乎很难找到毛泽东研究新的理

论热点，大多数研究都仍然停留在对一些老问题的重复性讨论之中。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拓展毛泽东

４



第１７卷 （加）齐慕实，等：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

研究？如何进一步发掘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在您看来，我们的下一步研究应当朝着哪些方面

去努力？

齐：我同意许纪霖教授关于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是一个世俗化过程的观点。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原

本以神学或神化方式研究毛泽东越来越没有生命力，其只能是停留在极小部分人所从事的研究之中。

因此，在当前世俗化的历史条件下，我认为深化与拓展毛泽东研究的策略应当学习中共党史学界将党史

研究拓展到近现代史研究的路径。也就是说，应当将毛泽东的研究剥去神化的外衣，而将其置于更广阔

的历史背景之中加以深化与拓展。在我看来，毛泽东研究下一步所需要着力加以推进的就是“三化”：

一是通过更进一步的“学术化”方式，在学理性的研究之中加以推进毛泽东研究；二是通过更进一步的

“国际化”方式，在与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专家更为紧密的学术交流之中寻求共同关切的问题，在中西

观点的碰撞之中深入推进毛泽东研究；三是通过更进一步的“多元化”方式，基于不同维度、不同侧面对

毛泽东多元面相的建构之中加以推进毛泽东研究。当然，我们这里所言的“多元化”并不是鼓励毫无根

据的臆想或虚构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此外，我想除了上述“三化”之外，还需要不断扩大毛泽东研究的

对象与视域。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研究文本学的分类以及研究方法问题。一方面，

不仅要关注毛泽东本人的文本，而且需要将视角拓展到中国共产主义文献、毛泽东传记和年谱等辅助性

文本之上；另一方面，你提出的将“症候阅读”方法引入到毛泽东研究中的尝试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毛

泽东研究不仅要注意到历史背景的挖掘，而且对于“视域融合”等问题也需要加以足够的关注。

张：一些西方学者提出，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毛泽东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诸如尼

克·奈特（ＮｉｃｋＫｎｉｇｈｔ）和保罗·哈里（ＰａｕｌＨｅａｌ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的关于“经验主义”方法论的
批判问题①。而另一些学者则更加侧重于对文本作用的依赖，而忽视了研究过程中方法论的先在性影

响。您是如何评价上述争论的？如何正确认识文本与研究方法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所各自发挥的

作用？

齐：我对于这次方法论“论战”的基本态度是：对论战的双方都表示佩服！奈特认为不能简单地直

接占有文本，应当重视阅读的方式问题，应该采取公开、合理并且符合逻辑的阅读方式，对他提出的这个

观点我完全赞同。我本人认为，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应当“两条腿走路”：先学施拉姆、再学奈特。一方

面，需要打牢基本的文献功底，注重史料学批判的重要性，即始终做到“论出有据”。否则脱离文本的方

法不论有多么精深，那也很难具有理论的说服力。这一点看上去似乎很简单，但其实并不容易。诸如，

日本学者竹内实（ＴａｋｅｕｃｈｉＭｉｎｏｒｕ）教授编辑出版的２０卷《毛泽东集》及其《补卷》，我们都十分敬佩他
的工作，应该承认他对于毛泽东研究所做出的巨大的学术贡献。施拉姆教授在这一点上也是学习了竹

内实，我们编辑的英文版《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革命的文献（１９１２－１９４９）》（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１９１２－１９４９）也是参照竹内实他们的形式来做的。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研究过程
中，也需要注重研究方法的革命性作用。在这一点上应当学习奈特教授，只有实现文本与方法的结合，

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才能解读出全新的理论图景。此外，对于毛泽东研究中的“阅读方式”问题，我个

人比较推崇如下两种范式：一是“条件阅读”（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即分析文本的历史条件（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ｔｅｘｔ）、内容（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ｔｅｘｔ）及其影响（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ｘｔ）；二是“比较阅读”（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即使
用跨科学研究方式，诸如文学方式、文化人类学（比如德国历史语言学者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教授的“概

５

① 关于此次争论，“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施拉姆和沃马克关于“经验主义”的相关阐释，详见：ＳｔｕａｒｔＲ．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ｔｒｏ
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Ｎｏ．９７（Ｍａｒ．，１９８４）；ＢｒａｎｔｌｙＷｏｍａｃｋ．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１９１７－
１９３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１９８２。奈特和哈里关于“经验主义”的批判，可参考：ＮｉｃｋＫｎｉｇｈｔ．Ｍａｏ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ｈｏＪｕｄｇｅａｎｄＨｏｗ．
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Ｎｏ．１３（Ｊａｎ．，１９８５）；ＮｉｃｋＫ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ｍ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
Ｍａｏ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ｆｆａｉｒｓ，Ｎｏ．１６（Ｊｕｌｙ，１９８６）；ＰａｕｌＨｅａｌｙ．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ｏ’ｓＴｅｘｔｓ：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
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ｓｉａ，Ｖｏｌ．２０Ｎｏ．３（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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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史”的方法）等研究毛泽东，通过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对比进行研究。

张：提到毛泽东研究的文本问题，我们不得不着重谈一谈施拉姆教授。我们知道上面提到的国外毛

泽东研究领域的方法论论战，其实是施拉姆的学生奈特对他研究范式的批评。然而，正如奈特本人所明

确指出的那样，他在跟随施拉姆进行博士学习期间，尽管有着观点上的分歧与差异，但他收获最多的就

是施拉姆传授给他的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对于文本基础性作用的重视，即做到“论出有据”［３］ｖｉｉ。施拉

姆一生花费了巨大心血翻译、编辑出版了大量英文版毛泽东著作，尤其是篇幅浩瀚的１０卷本《毛泽东
的通往权力之路：革命的文献（１９１２－１９４９）》为英语世界毛泽东研究作出了基础性贡献。我们知道您

和施拉姆教授存在许多学术交流，那么，您是如何评价施拉姆教授及其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贡献的？

齐：就我个人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经历而言，我主要受三个人的影响，前面提到了李克曼和戈德曼二

人，还有一个就是施拉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施拉姆是２０世纪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领导人，是西方毛泽

东研究领域最有能力、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我和他的直接合作始于１９９９年，在我们十年的合作之中，
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刻苦、认真甚至是“挑剔”。施拉姆精通中文、法语、日语、俄语等，是一个十足的语

言天才。我们在翻译一些专有词汇时，都要查找对应的表格，而他都能熟记于心。尽管施拉姆在学术上

的要求十分严厉，甚至曾经非常严肃地批评我，但是我觉得在跟他一起的合作中我感到的是享受与幸

福，跟着他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诸如他的学术方式（史料学批判）、学术态度和学术能力等。

张：我们知道，施拉姆教授邀请您担任《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第８卷的副主编一职，这本书也将

于近期与读者见面。能否请您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一下这卷著作的基本情况？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十分生

动活泼，在英译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么，能否请您谈一谈在该书编写过程中的经验与感

受？诸如，您在翻译编辑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在您完成翻译工作之后，对于您的毛泽东研究工作，

您又有哪些收获或感想？

齐：《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第８卷的时间跨度是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而我主

要从事延安时期中共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因此，施拉姆教授邀请我担任该卷的副主编工作。其实，在加

入第８卷编译工作之前，我也部分加入到第６、７卷的审阅工作之中。我们是１９９９年开始进行第８卷的
编译工作的，我每年基本上要在哈佛大学呆两个星期，和施拉姆一起详详细细地看材料。那时，施拉姆

教授已经提前将毛泽东的中文著作材料选好了，这一点基本上参考了竹内实的《毛泽东集》及其《补

卷》、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出版的毛泽东文献（诸如《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等等）。第８卷

的初稿在２００３年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２００３年施拉姆教授因身体欠佳没有精力进行最后繁重的统稿
工作。于是，哈佛大学马若德教授（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２００８年联系我，让我自己重新开始最后的审

校工作，我们４个人———我、马若德、南希（ＮａｎｃｙＨｅａｒｓｔ，费正清中心图书馆主任）和于展绥（一位中国

来的博士后）一共花了６年的时间来完成本应由施拉姆教授一个人来做的事情。由于大部分译稿我本
人多年时间没有接触了，所以只能采取再翻译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核对。

在编译的过程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翻译问题，我们英文版毛泽东著作集的

第一稿基本上是先请一位或几位中国留学生进行翻译，然后我和施拉姆会对着中英文进行再翻译。在

这一过程中会遇到语言和历史背景方面的问题，因为尽管中国学生英语翻译能力很强，但是在对具体历

史背景和对毛泽东的理解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的时候尽管是照着字面表达进行对照式翻

译，但是并不一定能够较为准确地表达毛泽东的理论与思想。在这一点上，施拉姆给我最大的启发就

是，不逐字逐句地翻译，不一定每一个字都要翻译，而是首先通过弄清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意蕴，然后寻求

用恰当的英文进行表达。施拉姆认为，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翻译方式：“逐字翻译”（Ｌｉ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和“优美翻译”（Ｌｉｔ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所追求的应该是后一种形式。并且，施拉姆在翻
译毛泽东著作的过程中，不仅追求语言上的准确，而且十分注重在英语行文中努力表达毛泽东的个性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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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等感性因素。所以，在编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翻译方面的，因为目前在文本材料的选择上困

难并不多，日本学者前期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也基本上是参照日本版《毛泽东集》和《补卷》进行的。

但是，我们也并非完全照搬日本版《毛泽东集》，我们在选择材料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些甄别与比较。

诸如，我在部分参与第６、７卷的编辑工作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１９４０年创作的《新
民主主义论》最初是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目，载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

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但是，日本版《毛泽东集》在材料的选择上采用的是１９４７年版《毛
泽东选集》中的内容，这与最初发表的版本是有差异的。而我在哈佛读书期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曾

看过最初发表的版本，因此我们在编辑过程之中选取了《中国文化》上刊发的最初版本。

就我个人编译过程中的感觉而言，这个阶段毛泽东著作的风格具有一些细微的变化。１９４２年至
１９４５年前，毛泽东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非常精炼、简洁的，因此翻译起来也比较顺利。但我个人认为，
１９４５年以来，毛泽东更加具有领袖的风范，许多作品（主要是讲话或者是报告）就显得不是那么的精炼，
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的味道在内。当然，我想这与他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不无关系。在完成这个阶段

的翻译工作之后，我感触颇深：第一，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党

内外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与吸引力？我想从毛泽东的文本之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他的文本著述既十

分严肃而又生动活泼。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以大众化的鲜明语言，清晰阐释了无产阶级

的文艺理论。尽管我本人并不完全赞同他所说的，但不可否认这种语言风格及其表达策略是令人折服

的；第二，从这个阶段毛泽东的著述而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工作的内容十分复杂，

关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是十分勤政的，不管对他持支持还是反对意见的

人，都不可否认这一点；第三，通过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著述，我们也能发现党和政府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是

由他本人所亲自负责的。并且，他对于许多问题的系列看法，在我看来都是十分有道理的。

张：能否请您谈一谈《毛泽东：一个批判性导读》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著作，书中作者从各

自不同视角为读者提供了毛泽东的一个多元面相。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当时去筹划

编辑这本书？通过这本书您想表达什么理念或者想达到何种学术目的？

齐：其实，当时策划编写这本书的主要缘由是为了批评国外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不良倾向，其中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张戎（ＪｕｎｇＣｈａｎｇ）与其丈夫乔·哈利戴（Ｊｏ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于２００５年出版的《毛泽东：鲜
为人知的故事》（Ｍａｏ：ＴｈｅＵｎｋｎｏｗＳｔｏｒｙ）一书。该书出版后，澳大利亚《中国杂志》（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约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位学者为该书撰写书评（我主要负责延安时期到建国）①。说实话，由于张戎长期

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以及其丈夫对于俄国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掌握，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对它的期望还是蛮

高的。但是，当我拿到书之后，我觉得该书存在如下几个方面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是立论的基础有问题，

该书立论的基调便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将毛泽东刻意打扮成暴君的角色。诸如，延安时期至建国时期，

毛泽东做了许多事情，而张戎书中仅仅选择了大量负面性内容；二是书中大量资料的引用和论点的关系

之间是糊涂的，我们通过一些考证，发现她书中引用的东西其实与论点之间是不相符合的，缺乏基本的

学术规范［４］。

张著其实是她从自己的“红卫兵”经历的视角出发，为自己的经历进行“洗白”的大众批判方式，即

所有坏事都是由毛泽东教唆干的。我认为根据对毛泽东的不同态度可以将研究区分为三种形式：“善

７

① 这四篇书评文章分别是：ＧｒｅｇｏｒＢｅｎｔｏｎ；ＳｔｅｖｅＴｓａｎｇ．ＴｈｅＰｏｒｔｒａｙａｌｏ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ｂｅｔｒａｙａｌａｎｄ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ｏ’ｓｒｉｓｅｔｏｐｏｗｅｒ；
ＴｉｍｏｔｈｙＣｈｅｅｋ．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Ｍａｓ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ＬｏｗｅｌｌＤｉｔｔｍｅｒ．Ｐｉｔｆａｌｌｓｏｆｃｈａ
ｒｉｓｍａ；ＧｅｒｅｍｉｅＲ．Ｂａｒｍé．‘Ｉ’ｍＳｏＲｏｎｒｅｅ’．２０１０年，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著名中国历史研究教授班国瑞（ＧｅｏｒｇｅＢｅｎｔｏｎ）和英国经济
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ＬｉｎＣｈｕｎ）将这四篇文章以及另外一些学者的书评文章集结为册，并以《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怪物
吗？———对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书的学术回应》（ＷａｓＭａｏＲｅａｌｌｙａＭｏｎｓｔｅｒ？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
Ｃｈａｎｇａｎｄ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ｓＭａｏ：ＴｈｅＵｎｋｏｗｎＳｔｏｒｙ）为名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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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ｇｏｏｄＭａｏ）、“恶毛”（ｂａｄＭａｏ）和“历史毛”（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ｏ）。张著的立场就是“恶毛”，即基于坏的
立场上描绘毛泽东的思想肖像。尽管我们学术界对此书持否定与批判意见，但与我们这么多年关于毛

泽东的研究相比，张著在大众层面的影响确实比我们要大。这主要由下面两个原因所导致的：一是张著

前期做了较好的宣传，诸如宣称其丈夫掌握、解读了大量的前苏联、东欧原始史料并对中国许多当事人

进行了亲自访谈；二是她的观点配合了西方反共、反毛的意识形态需求。所以，毛泽东研究学者必须要

承认，我们有责任批判上述错误观点，有责任向专业以外的读者提供关于毛泽东比较可靠的历史。我的

书评发表之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联系我，建议我组织编写一部毛泽东研究的著作，以期为大众读

者提供一本了解毛泽东与２０世纪中国历史的著作。
因此，正是因为基于否定、批评张著的契机，我们组织编写这本毛泽东批判性导读的研究著作。正

如我在该书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本书想达到如下三个目的：一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理解毛泽东的生平、

其对于中国革命贡献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意义的路径；二是重新思考关于毛泽东的一些基本争论，

诸如毛泽东在２０世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毛泽东在他的时代以及今天的意义；三是为读者准备评
价关于毛泽东争议性解释，以及通过重思我们如何理解毛泽东及其历史作用、如何认识毛泽东以及毛泽

东本人的著作或者是关于毛泽东评价的批判性文本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毛泽东形象，来建构我们

自己关于毛泽东生平及其著述的认识［３］６。我们这本书的目的与李志绥、张戎的著作从根本上而言是不

同的，他们的著作否定了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必须将每一历史时代人物的活动及其思想置于当时

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加以理解。对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条件、实践活动等内容，必须要具体的历史的分

析。因此，我们这本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给专业之外的读者提供毛泽东科学的思想肖像，即达到建构

“历史毛”的目的。

张：我们注意到这本书的标题中有“ｃｒｉｔｉｃａｌ”这个单词，这个单词在中文语境中具有批判的含义在
内。那么请问您当时为什么要选择使用这个单词？这里的批判究竟是对以往学界建构的毛泽东形象的

批判，还是对毛泽东本人思想的批判性解读，亦或是二者皆有？我们也知道，阿里夫·德里克（ＡｒｉｆＤｉｒ

ｌｉｋ）、奈特和哈里在１９９７年曾经编辑出版了另一本非常著名的毛泽东研究的著作：《毛泽东的思想的批
判性透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请问这两本书在选择“ｃｒｉｔｉｃａｌ”这个单词作为

标题时，是否有何关联？

齐：其实这是剑桥出版社策划的一套丛书，丛书的名字就叫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毛泽东只不过

是这套丛书中的内容之一。当然，在我本人看来，ｃｒｉｔｉｃａｌ尽管具有批判性意义在内，但这并非代表对毛
泽东的否定。我这么多年从事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尽量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出发，在研究毛

泽东的过程中超越爱与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从尊重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一

基准出发，致力于弄清毛泽东思想肖像的真实面貌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因此，在我看

来，这里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其实就是指致力于对毛进行客观学术性评价，与否定性并无联系。也正如当时剑桥

出版社的编辑在邀请我进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时，我明确向他表达了我的态度：如果请我来否定毛泽
东，我不感兴趣！当然，我这里使用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与你所谈的德里克、哈里和奈特主编的那本书中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他们于１９９７年主编的那本书，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学
理性最强的一本书，是一本关于毛泽东研究非常精彩的学术著作。但是，他们三个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

称为西方“左”派，他们的内心深处具有较为强烈的“毛泽东情结”，可以将他们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归入

到我们上面三个划分中的“善毛”的序列。因此，他们所使用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更多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对
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毛泽东形象种种误读所进行的学术性批判，而我的研究并不具备这种强

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在内，我想达到的目的不外是对毛泽东进行客观真实的学术评价。

张：正如您在这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多元的毛泽东，如果试图去确立一种居于统治性地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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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泽东形象，这是对毛泽东整体思想肖像的扭曲。”［２］４我有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存在关于毛泽东

多元的形象？是因为每个人基于自身不同利益考量而在使用或面向毛泽东时采用了不同的策略？还是

因为毛泽东本身就蕴含了较为复杂的多元面相？亦或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二是在您的内心深处，您所

理解过建构的毛泽东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

齐：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这里所言的多元化毛泽东并不是指存在许多个毛泽东，毛泽东就其个体性

存在而言应该而且只能是一个，但是人们对于毛泽东的理解或者认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却存在很大

的差异性，因此才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毛泽东形象。所以，我觉得对毛泽东多元化形象的理解可以从如下

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一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代，对于毛泽东的理解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毛

泽东的永恒性、同质性形象。一方面，就毛泽东个体生命及其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言，毛泽东的形象

是多元化的。诸如，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成为党的领导以及建国之后，由于毛泽东实践侧重点的不同，人

们对于不同时期毛泽东形象的建构必然会呈现出特定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毛泽东在世时期以及其逝世

之后，关于毛泽东形象的建构及其评价也必然呈现出特定的差异。二是后现代理论所言的不存在唯一

真理，我承认有真理的存在，但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有限。关于毛泽东的真理性存在，肯定是存在的，但

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解。以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对于毛泽东的认识与理

解好比是看一座大山，在远处、在山底下、在半山腰对于这座山的认识都是不同的。对于毛泽东研究而

言，不同人观毛泽东的参照系、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都会直接导致他们所建构的毛泽东形象的差异性。

至于我心中所建构的毛泽东形象，说实话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难。因为对我本人而言，我内心对于毛

泽东的态度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毛泽东所致力于建构的理想社会深深地吸引了我，诸如人人平等、

消灭“三大差别”、反对官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

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却又让我不能释怀。我不是说我推崇毛泽东，而首先必须承认的是，毛泽东是中国

近现代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人物，他的能力是中国２０世纪以来其他历史人物所无法比肩的。毛泽东

代表了２０世纪中国人的理想、成就与失败，应该超脱对毛泽东的推崇或者是怨恨，而是努力去了解他的
历史、贡献与错误及其当代影响。我研究毛泽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判决毛泽东的好坏，我作为一名历

史学者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弄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事实及其经验。

张：在这本书中，每个作者都尝试为读者提供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形象，因此，读者所直接感受

到的就是存在多元化的毛泽东思想肖像。那么，在上述毛泽东多元化的形象之中，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

毛泽东的形象或者是可以化约的因素？

齐：首先我始终坚信完全相同的毛泽东形象是不可能找到的，但是在多元化形象中可以找到一些共

通的因素。这个共同的毛泽东形象对我来说，是包含毛泽东的多元形象的。诸如，不同人对于毛泽东的

能力具有不同认识，有的人极力推崇毛泽东的能力，有的人认为尽管毛泽东存在各种缺点，但他的能力

在当时是其他人所不可比拟的。尽管存在上述多元看法，但无法抹杀毛泽东是有能力的这个共通的因

素。所以，我说毛泽东的多元化，并不是指没有一个共同的毛泽东，而是指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时代、立

场、价值观等层面不同所造成的理解上的差异，这对所有人而言都不例外。因为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

性，很难认识一个人的全面形象。如果研究者理性地、自觉地承认我们在理解毛泽东形象上的差异性存

在，那么，就可能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合作，就有可能一起研究毛泽东的整体性形象。

张：最后想请教您的是：结合您这么多年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丰富经验，您认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研

究毛泽东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您下一步在毛泽东研究方面有何打算？能否请您预测一下未来毛泽东

研究的前景及其发展趋势？

齐：从我个人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经验而言，当前研究毛泽东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毛泽

东是理解中国２０世纪的一个“窗口”（ｗｉｎｄｏｗ）。通过了解毛泽东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与实践，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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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２０世纪历史发展的中介。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毛泽东研究，而且应
当通过毛泽东的“窗口”走进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内部，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

史；另一方面，对于理解２１世纪中国而言，毛泽东为我提供了一种“试剂”的作用。也就是说，要想了解
一个人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现实的看法，一般地都可以从他对于毛泽东的看法之中得出基本判断。这不

仅仅停留在是否喜欢中国的问题的回答，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关于什么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的判断。如

果你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理性的毛泽东探讨，那么我就能得出你关于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态度。

就我个人下一步的研究计划而言，与毛泽东相关的研究可能会在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进一步研

究毛泽东的语言、叙述风格对于现当代中国的影响问题。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修辞及其叙述方式，对于

中国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一点丝毫没有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呈现出消退的迹象。从一定意义上而

言，这将构成毛泽东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二是进一步推进《毛泽东的通往权力之路》第８卷的最
后翻译校对工作；三是研究政党在中国的历史，阐释党的现象与中国长期政治学说、政治历史之间的关

系问题。当然，这里将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中的作用问题。

对于未来毛泽东研究趋向而言，我改变了以往比较悲观的看法，认为现在具有了新的希望。诸如，

西方目前正在兴起的“新党史”（ＮｅｗＰａｒ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ｙ）研究，它将党史研究与社会史密切联系，研究党在各
个地区、各种社会条件下的历史。比如，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ＳｉｍｏｎＦｒａｓ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位年轻的学者
周杰荣（ＪｅｒｅｍｙＢｒｏｗｎ），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毛泽东时代城乡关系的对立：分歧的谈判》（Ｃｉｔｙ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ｉｎＭａｏ’ｓＣｈｉｎａ：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ｖｉｄ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的专著。与我们那
一代学者主要从毛泽东的文本展开研究的方法不同，他们这一代年轻的学者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原始

档案，尤其是地方党史的档案材料。因此，他们具有重新考虑毛泽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角色、影响

的能力。因此，上述研究倾向代表了从社会学视角重新注意毛泽东的努力，他们致力于从不同时代、不

同范围内探讨毛泽东的具体影响。在一般流行大众出版领域，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也将会不断出现，因为

这符合大众读者的口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西方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显著倾向就是用毛泽东代替中
国，用对毛泽东的研究代替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但现在伴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影响，这种研究倾向逐

渐发生了转变，诸如我们上面谈到的“新党史”研究就是一个例子，那就是由单一对毛泽东的研究转向

对中国的研究，这其中必然也会涉及到对毛泽东的研究。但是在现在西方学界看来，毛泽东不再被置于

对中国的替代性位置，而是将他视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想了解当时毛泽东时代

具体的历史问题，可以说由“主义”转向了“问题”研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否喜欢毛泽东，都

必须承认的是毛泽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我认为，比较客观、理性的学者都会承认毛泽东的复

杂性，不会对他采取“一刀切”的态度。

张：再次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齐：谢谢您和《湖南科技大学学报》“毛泽东研究”专栏对我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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